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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先前承诺是一种强调战略联盟而非竞争分析的决策方式，能为新创企业进行战略决策提供新思路。先前承诺虽在资源拼凑与企业探索式创新中起着影响作用，但将先前承诺、资源拼凑与探索式创新纳入同一研究框架并深入探讨其中机制的研究较少。为厘清先前承诺对新创企业探索式创新的影响机制，基于效果推理理论，以先前承诺为视角切入，构建“先前承诺－资源拼凑－探索式创新”的理论框架，采用分层回归方法对426家新创企业样本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并进一步探究资源拼凑的中介效应以及政府支持的调节效应。结果表明：先前承诺对探索式创新具有正向影响作用；资源拼凑在先前承诺与探索式创新之间发挥着部分中介作用；政府支持在先前承诺与资源拼凑、探索式创新之间均具有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表明政府支持是缓解新创企业资源约束压力的有效途径。因此，新创企业要借助政府支持的力量，通过获得利益相关者的先前承诺，快速吸收整合探索式创新所需的资源，以降低探索式创新的风险。政府则要重点关注新创企业的发展状况，并及时完善支持新创企业创新活动的法律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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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mpact of Pre-Commitments and Resource Bricolage on Exploratory Innovation of New Ventures: Based on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Government Sup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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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novation plays a central role in China's overall modernization drive. Especially for the most dynamic new ventures, they need to innovate in order to meet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times and enhance their competitiveness. However, it is not easy for new ventures to carry out innovation activities, and they need to have enough innovation resources. This requires new ventures to strengthen cooperation with stakeholders to obtain innovation resources. Pre-commitments is a decision-making approach that stresses strategic alliance rather than competitive analysis, which can provide new ideas for new ventures to make strategic decisions. Although pre-commitments play influential roles in resource bricolage and enterprise exploratory innovation, few studies have integrated pre-commitments, resource bricolage, and exploratory innovation within a single research framework or deeply explored their underlying mechanisms. In order to clarify the influence mechanism of pre-commitments on exploratory innovation of new ventures, this paper constructs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pre-commitments-resource bricolage-exploratory innovation" based on the theory of effectual reasoning and under the perspective of pre-commitments. Taking Chinese new ventures as the research object, online  questionnaires are distributed to founders, business partners and senior managers of entrepreneurial teams, and regression analysis and mediation effect test are applied to empirically analyze the data collected from a sample of 426 new ventures. The results show that: pre-commitments have a positive effect on exploratory innovation; resource bricolage serves as a partially mediating role between pre-commitments and exploratory innovation; government support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moderating effect between pre-commitments, resource bricolage, and exploratory innovation, respectively, which suggests that government support is an effective way to alleviate the pressure of resource constraints on new ventures. Therefore, new ventures should leverage government support to quickly absorb the resources needed for integrating exploratory innovation through pre-commitments of stakeholders to reduce the risks of exploratory innovation. The government, on the other hand, should closely monitor the development of new ventures and swiftly refine laws and regulations that support their activ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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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新创企业作为最具活力的企业群体，在国家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的数据显示，2022年平均每天新设企业2.38万户，是2018年的1.3倍[1]。不过，新创企业作为市场新进入者，在发展过程中往往面临着高度环境不确定性、合法性缺失、资源匮乏等众多棘手问题，对其生存和发展造成严重影响。在这种背景下，新创企业亟需进行创新活动以建立起新的竞争优势，促进企业自身成长。Bachmann等[2]、赵健宇等[3]认为，探索式创新对于新创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具有重大影响意义。探索式创新是指摆脱现有知识束缚，利用新知识来提供新设计、创造新市场和开发新分销渠道，从而满足新兴客户或市场的需求（如Benner等[4]、Jansen等[5]研究）。其本质就是一种搜索、发现、实验和冒险的创新活动[6]，能够帮助新创企业根据市场潜在需求抓住创新机会并迅速付诸行动，从而获得先发优势，超越竞争对手[2]；同时，探索式创新也是新创企业在激烈的竞争环境中立足并建立差异化竞争优势的首选[6]。那么，在激烈的竞争环境中新创企业如何开展探索式创新这个问题值得深思。
[bookmark: _GoBack]先前承诺作为效果推理决策逻辑的原则之一，主要是指企业注重与顾客、供应商等利益相关者建立合作关系，并获取利益相关者预先提供的资源来减少不确定性[8]。【请按顺序引用文献，不能在引用文献7之前引用文献8，请修改下文相关文献序号。后文的文献著录顺序也需要修改。】先前承诺可以对企业战略决策产生影响[9]。在“新小弱性”的强烈冲击下，新创企业获取外部资源难度大、内部资源利用效率低而遭受着严重的资源约束困境，也导致其开展探索式创新面临着较大的资源缺口[10]。新创企业依靠自身的资源和能力已经无法为探索式创新提供有效的资源保障，需要重新识别和整合资源以突破资源约束和能力限制。此时，资源拼凑作为一种重新组合现有资源来解决新问题或者发现新机会的行为[11]，成为新创企业缓解资源受限的关键。新创企业可以凭借资源拼凑重新审视现有资源的价值属性，开发新资源组合来满足探索式创新的资源需求。由于经济转型情境下的技术频繁更新以及市场需求快速变化，新创企业在开展资源拼凑和探索式创新时面临着高度环境不确定性进而难以获得较好的决策成果，因而需要企业与利益相关者构建合作关系来降低企业的环境不确定性，进而保障决策准确率。而先前承诺正是一种强调战略联盟而非竞争分析的决策方式，能为新创企业进行战略决策提供新思路。具体而言，新创企业通过先前承诺与自主选择的利益相关者建立战略联盟，可以获取利益相关者的预先承诺，降低企业获取外部资源的难度和成本，克服企业资源短缺困境，助推企业在高度不确定性环境中完成资源拼凑，促进探索式创新的实现；同时，利益相关者还可以与新创企业共同分担企业风险，降低资源拼凑和探索式创新的风险，减少新创企业资源拼凑和探索式创新的担忧。由此可见，先前承诺是资源拼凑与探索式创新的重要影响机制。通过梳理现有文献发现，将先前承诺、资源拼凑与探索式创新纳入同一研究框架并深入探讨其中机制的研究少之又少，需要更进一步探究先前承诺对新创企业探索式创新的影响，以及资源拼凑在其中发挥的中介效应。
另外，经济转型情境下中国要素市场制度不完善导致新创企业合法性缺失、资源配置能力不足，从而遭受着资源获取困境[12]。新创企业需要寻求政府的支持来完成资源拼凑和探索式创新。政府支持以资金、技术、政策等多种扶持激励的方式向新创企业提供支持，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增强新创企业进行资源拼凑和探索式创新的信心。谷盟等[13]、蒋兴华等[14]学者也肯定了政府支持对企业创新活动的调节作用。但总体而言，政府支持在先前承诺与资源拼凑、探索式创新中发挥着怎样的调节效应还有待更进一步探究。
综上所述，本研究基于效果推理理论，以先前承诺为视角切入，构建“先前承诺－资源拼凑－探索式创新”理论框架，运用分层回归方法对426家新创企业样本数据进行分析，旨在厘清先前承诺对新创企业探索式创新的影响机制，并进一步探究资源拼凑的中介效应以及政府支持的调节效应。
1  研究假设
1.1  先前承诺与探索式创新的关系
探索式创新强调以新知识来占领市场份额[5]，是新创企业提升竞争优势和长期生存的重要创新活动。新创企业探索式创新过程中面临着环境不确定性和资源约束困境（可见于赵健宇等[3]、Huang等[7]的研究），这便要求新创企业要更加注重与利益相关者构建合作网络关系，以期在与合作伙伴密切互动中获取更多的创新资源，不断提高新创企业应对环境不确定性的能力和缓解新创企业资源约束的压力[15]。而先前承诺作为承诺逻辑（既“我认识谁”），主要是指企业注重与顾客、供应商等利益相关者建立合作关系，并获取利益相关者预先提供的资源来减少不确定性。这与传统的交易逻辑存在区别[9]。崔连广等[16]认为承诺逻辑可以为降低探索式创新不确定性提供有效的逻辑指导。先前承诺主要是强调新创企业注重与供应商、客户和竞争对手等利益相关者建立合作关系，并从中预先获取利益相关者提供的新资源，从而分散企业风险、降低不确定性[15]。根据Smolka等[17]、Van Mumford等[18]的研究，先前承诺的合作伙伴自愿为企业投入他们的资源，与企业设定共同目标并共同承担风险，共同创造一个有可能的未来。新创企业利用合作伙伴的先前承诺与其共同开展探索式创新，可以缓解自身资源短缺的问题，降低探索式创新的不确定性。每一个合作伙伴都能够为新创企业提供必要的新资源[19]。与合作伙伴建立先前承诺可以降低新创企业获取外部资源的难度和成本[20]，有助于新创企业获得更多独特的战略资源，建立新的竞争优势。具体而言，新创企业在合作的过程中，可以充分学习合作伙伴的知识、经验和技术，以突破企业惯性思维，克服探索式创新障碍，实现探索式创新。正如霍影等[21]的案例研究表明，后发企业通过突破关键核心技术来持续进行突破性创新。新创企业还能根据合作伙伴提供的信息，重新定位市场、挖掘客户潜在需求、开发新产品和新服务，先于竞争对手抢占市场先机。此外，先前承诺促使新创企业与利益相关者共担风险、共享利益[15]。在环境不确定性情境下，新创企业与利益相关者建立先前承诺可以将探索式创新的高风险分散出去，减少自身承担的损失和风险，提高新创企业抗风险能力，减少新创企业探索式创新的不确定性，促进新创企业探索式创新的实现。现有研究也表明先前承诺对企业创新活动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例如崔连广等[16]研究发现先前承诺对在位企业的探索式创新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进而作用于企业绩效；杨雪等[22]研究发现先前承诺对新创企业商业模式创新具有正向的影响作用，且在资源整合能力的调节作用下效果更强。综上所述，在环境不确定性和资源约束情境下，新创企业探索式创新面临着较大风险和挑战。先前承诺在一定程度上对探索式创新产生影响。因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H1：先前承诺对探索式创新具有正向的影响作用。
1.2 资源拼凑与探索式创新的关系
[bookmark: _Hlk149549300]资源拼凑是资源匮乏的新创企业实现创新的重要途径[23]，主要强调通过创造性地重组手头现有资源来解决新问题或者发现新机会。新创企业开展探索式创新需要大量资源支撑，但“新小弱性”使其面临的资源约束现象尤为明显，难以调配出足够的资源以供探索式创新使用[10]。此时，新创企业不能守株待兔，等待符合探索式创新的正确资源的到来，更不能就此放弃开展具有颠覆性意义的探索式创新，而是要突破企业制度和传统思维的束缚，先于竞争对手立即采取行动，对企业当前现有的一些非标准化用途的、零碎的、免费的、廉价的或是毫无价值的内部新旧资源进行重新拼凑。通过资源拼凑的不断重复发生，可以深入了解现有资源的功能价值和新用途，进而“无中生有”地构建出更多有用的新资源组合以解决探索式创新出现的问题或者满足探索式创新的资源需求，从而促进探索式创新的实施。正如赵健宇等[3]强调创业拼凑可以提高创业企业资源整合效率，并及时为探索式创新提供更具有针对性的多元化资源，降低探索式创新成本，促进探索式创新。因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H2：资源拼凑对探索式创新具有正向的影响作用。
 1.3  先前承诺与资源拼凑的关系
企业需要考虑将效果推理与资源拼凑进行组合以应对环境不确定性和资源稀缺性[24]。王乐等[25]和徐国长等[26]指出效果推理可以有效指导企业进行资源拼凑（创业拼凑），并且两者之间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作用。虽然他们的研究只是将效果推理作为单一变量进行考察，但也证实了先前承诺会对资源拼凑产生积极的影响。先前承诺作为效果推理的原则之一，主要强调新创企业要注重与利益相关者形成合作联盟关系，从而预先获得利益相关者的资源支持，为资源拼凑创造条件[25]。一方面，通过与利益相关者形成紧密的互动关系，可以降低新创企业获取外部资源的难度和成本[20]，使新创企业不断从合作伙伴处获得多种互补性新知识和其他异质性资源，丰富新创企业资源多样性，扩充新创企业的资源库，拓展资源拼凑的范围；另一方面，在环境不确定性情境下，当企业难以预测市场变化趋势时，可以根据合作伙伴预先提供的信息准确把握市场需求和识别新机会[25]，进而有针对性地进行资源拼凑而非盲目投入，提高资源拼凑的规范性和科学性，减少资源拼凑过程中的不确定性，增强企业的持续竞争优势。因此，新创企业可以利用先前承诺从利益相关者处获取更多关键性创新资源，并通过资源拼凑对企业资源进行重新配置，不断优化资源利用效率，保障企业资源拼凑的顺利实施。综上所述，先前承诺在一定程度上对资源拼凑产生影响。基于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H3：先前承诺对资源拼凑具有正向的影响作用。
1.4  资源拼凑的中介作用
在环境不确定性且资源约束情境下，资源拼凑既是新创企业先前承诺决策目标的体现，又是促进探索式创新开展的前提要素。徐国长等[26]、吴亮等[27]指出，资源拼凑通过整合重组手头现有资源以提升企业对资源的认知水平和改变资源的利用方式，进而持续为企业提供更多符合探索式创新的标准化资源。虽然先前承诺促使新创企业在与利益相关者的密切互动中获得丰富的资金、技术、信息等资源，但并非所有的资源都符合新创企业探索式创新的目标需求，需要引入资源拼凑作为中介“桥梁”，帮助新创企业整合内外部现有资源，开发出现有资源的更多价值和潜在用途，提高企业资源与探索式创新的适配度，提升新创企业的资源利用效率，推动探索式创新的实现。先前承诺帮助新创企业以低成本的方式获取外部创新资源，但如果新创企业一贯地维持资源的原有用途，则会因为自身对资源的认识水平存在缺陷而未能充分利用资源来开展探索式创新。此时，资源拼凑可以帮助新创企业从更多角度、尝试更多方法来突破新创企业对原有资源用途的认知限制，建立多元化资源基础，以保障探索式创新的资源支撑。现有学者也证实了资源拼凑是效果推理与企业创新和绩效的重要作用路径：例如李薇等[28]研究发现资源拼凑在效果逻辑与企业国际化绩效之间发挥着显著的中介作用；李薇等[29]研究表明资源拼凑在效果逻辑与国际创业绩效中发挥着显著的中介作用；徐国长等[26]通过实证分析也发现资源拼凑在效果推理与制造企业服务创新之间发挥中介作用。可见，资源拼凑在先前承诺与探索式创新之间也会存在中介作用。因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H4：资源拼凑在先前承诺与探索式创新之间具有中介作用。
1.5  政府支持的调节作用
政府支持是新创企业应对资源约束的有效途径，能够加强新创企业与利益相关者的合作关系，从而帮助新创企业有效利用利益相关者提供的多元化资源促进资源拼凑行为的产生。政府提供的资金、技术、政策、关系网络和社会资本等资源支持，可以增强新创企业利用先前承诺原则来指导资源拼凑的信心[30]，也使新创企业勇于探索挖掘现有资源的新价值和新用途，从而扩充新创企业的资源数量、品类和属性，以便新创企业利用现有资源重新组合成新资源集合，保障资源拼凑顺利实施。王海花等[31]也认为由政府部门等构成的正式网络规模越大、网络成员关系越紧密、网络多样性越高越有利于激发新创企业的资源拼凑。政府支持程度的高低可能会影响到新创企业先前承诺作用的能否发挥，即政府支持的介入能够维持良好的伙伴关系，降低企业与利益相关者的合作风险[14]，进而减少企业资源拼凑的风险，缓解企业资源拼凑的顾虑，助推新创企业在复杂多变的市场环境中完成资源拼凑。尤其是在资源约束情境下，新创企业想要拥有独特的竞争优势，需要依赖先前承诺获取更多外部资源，并通过资源拼凑开发出难以模仿的新资源；而当政府支持力度较大时会为新创企业创造良好的资源条件，提高新创企业的资源拼凑能力，促进新创企业资源拼凑的成功。综上所述，政府支持可以强化先前承诺与资源拼凑之间的正向关系。因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H5：政府支持在先前承诺与资源拼凑之间具有正向调节作用。
在经济转型情境下，政府拥有大量战略性资源，可以帮助企业解决开展探索式创新所面临的关键性问题[13]。新创企业作为市场新进入者，其资金、技术、知识、信息、人脉等资源十分有限，在开展探索式创新过程中势必会面临着资源缺乏难题。新创企业想要凭借自身现有资源来实现探索式创新似乎不太可能，需要寻求政府支持来缓解资源约束困境，促进自身成长[32]。政府支持被合作伙伴视为一种积极的信号[33]。新创企业可以借助政府支持提高自身的合法性和信誉[34]，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从而获得更多利益相关者的认可与信任，吸引顾客、供应商、竞争对手等更多利益相关者前来合作，构建互利共生的资源生态系统，实现资源跨界流动与共享。这不仅可以增加新创业资源获取渠道，降低新创企业获取资源的门槛和成本，还能提升新创企业获取资源的效率，为新创企业探索式创新奠定资源基础。其次，政府支持还有助于企业及时掌握内部政策变动信息[35]，紧跟政策制度的变化调整资源投入方向，减少资金等资源的浪费，降低探索式创新的风险和不确定性，提高探索式创新的成功率；同时，政府支持有助于降低企业与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合作风险[13]。新创企业是与多方利益相关者建立合作关系，在合作过程中难免会因为各方不同的利益诉求而产生冲突。这时候，政府作为企业与利益相关者的连接“桥梁”，能够有效保障合作伙伴之间的信任，促进良好伙伴关系的维持[14]。这也从侧面反映出政府支持有利于降低新创企业探索式创新的风险和不确定性。最后，政府的政策支持有利于营造和优化良好的创新环境，增强企业的创新能力[33]。新创企业能够在政府政策支持下更好地理解和吸收新资源，并将新资源转化成自身优势，从而助推企业在复杂多变的市场环境中完成探索式创新。综上所述，政府支持可以强化先前承诺与探索式创新之间的正向关系。因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H6：政府支持在先前承诺与探索式创新之间具有正向调节作用。
综上所述，本研究以探索式创新作为因变量、先前承诺作为自变量、资源拼凑作为中介变量、政府支持作为调节变量，构建如图1所示的理论模型。
先前承诺
政府支持
探索式创新
资源拼凑


             
  
     	  
      
图1 理论模型

2  研究设计
2.1  样本选取与数据收集
[bookmark: _Hlk149549382]本研究考虑到探索式创新是一项新颖性的创新活动，要求企业具备较强的新知识学习能力，并且能够利用新知识来创造满足市场需求的新产品和服务，因此企业需要一定的成长时间。再者，效果推理的经济成果也需要时间来体现[36]，因此借鉴付丙海等[37]、董保宝等[6]和胡海青等[36]的研究，将新创企业界定为成立时间在8年以内的企业。
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收集数据，为了保证样本来源的可靠性，主要由企业创始人、企业合伙人和创业团队高层管理者进行填写，并整理剔除回答不认真、漏答、错答等无效问卷。本次共发放问卷552份，收回问卷450份，经过数据整理剔除无效问卷24份，得到有效问卷426份，有效样本回收率为77.17%。在研究样本中，成立年限在1～3年的企业数量占比为5.6%，3～5年的占比为33.1%；5～8年的占比为61.3%；规模在1～50人的企业数量占比为6.6%；51～100人的企业占比为27.7%，101～300人的企业占比为40.1%；301人以上的企业占比为25.6%；行业类型方面，制造业的企业数量占比为42.0%，金融业的占比为4.2%，批发和零售业的占比为5.9%，建筑和房地产业的占比为5.4%，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的占比为29.3%，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的占比为3.3%，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的占比为1.6%，文化、体育和娱乐业的占比为3.1%，其他占比为5.2%。
2.2  变量测量
[bookmark: _Hlk149549425]探索式创新、先前承诺、资源拼凑、政府支持均采用国内外现有的成熟量表，并在预测试的基础上对各题项进行适当修改使其更符合研究目的和研究情境。量表均采用李克特7点计分，1代表“非常不同意”，7代表“非常同意”。具体地，探索式创新采用Jansen等[5]开发的量表，共有6个题项；先前承诺借鉴Chandler等[38]、秦剑[39]、邓舒婷等[40]的量表，共有3个题项；资源拼凑采用Senyard等[23]开发的量表，共有8个题项；政府支持采用Li等[41]开发的量表，共有7个题项。曾萍等[42]、肖振鑫等[43]、Huang等[7]的研究表明，企业年限、企业规模和行业类型会对探索式创新造成影响，因此本研究选取企业年限、企业规模和行业类型作为控制变量处理，其中企业年限和企业规模采用新创企业的成立年限和员工数量来测量，行业类型划分为制造业、金融业等9个类型，并分别取值为1～9，依次代表制造业，金融业，批发和零售业，建筑和房地产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文化、体育和娱乐业以及其他。
2.3  共同方法偏差
本研究采用Harman单因子检验方法来判断共同方法偏差问题；同时，将所有变量的测量题项进行未旋转探索性因子分析发现，共有4个因子的特征值大于1，且第一因子仅解释总方差的38.598%，小于40%的临界值，说明本研究样本数据不存在共同偏差问题。
2.4  信度和效度检验
本研究利用SPSS25.0和AMOS24.0检验量表的信效度。如表1所示，探索式创新、先前承诺、资源拼凑、政府支持这4个量表的Cronbach's Alpha值均大于0.8，表示各量表的信度良好。从内容效度、结构效度和聚合效度3个方面来测量各变量的效度：首先，在内容效度上，各变量均采用国外现有的成熟量表，并结合国内学者的研究对题项进行翻译和适当修改，确保各题项符合当前的研究情境，因此各量表具有良好的内容效度；其次，在结构效度上，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显示四因子模型具有良好的拟合度（χ2 /df=1.375，RMSEA=0.030，SRMR=0.033，CFI=0.985，TLI=0.983，GFI=0.942）；先前承诺、资源拼凑、政府支持和探索式创新的平均变异抽取值（AVE）均大于0.5，且AVE平方根均大于各变量的相关系数（如表2所示），因此各量表具有良好的结构效度。最后，在聚合效度上，各题项的因子载荷、各变量的AVE值均大于0.5；各变量的组合信度（CR）均大于0.8，因此各量表具有良好的聚合效度。由此可见，本研究采用的量表都具有良好的信效度。
	表1  信效度检验结果

	变量
	题项
	因子载荷
	Cronbach's α
	AVE
	CR

	探索式创新
	EXP1
	0.830
	0.896
	0.599
	0.899

	
	EXP2
	0.765
	
	
	

	
	EXP3
	0.709
	
	
	

	
	EXP4
	0.739
	
	
	

	
	EXP5
	0.735
	
	
	

	
	EXP6
	0.855
	
	
	

	先前承诺
	PRE1
	0.811
	0.824
	0.611
	0.825

	
	PRE2
	0.747
	
	
	

	
	PRE3
	0.786
	
	
	

	资源拼凑
	RBI1
	0.738
	0.909
	0.558
	0.910

	
	RBI2
	0.744
	
	
	

	
	RBI3
	0.746
	
	
	

	
	RBI4
	0.708
	
	
	

	
	RBI5
	0.753
	
	
	

	
	RBI6
	0.780
	
	
	

	
	RBI7
	0.767
	
	
	

	
	RBI8
	0.735
	
	
	

	政府支持
	GOV1
	0.752
	0.918
	0.618
	0.919

	
	GOV2
	0.772
	
	
	

	
	GOV3
	0.745
	
	
	

	
	GOV4
	0.702
	
	
	

	
	GOV5
	0.824
	
	
	

	
	GOV6
	0.837
	
	
	

	
	GOV7
	0.859
	
	
	



3  研究结果分析
3.1  变量的相关分析
如表2所示，先前承诺、资源拼凑、政府支持、探索式创新这4个主要变量两两之间均具有正向相关关系。其中，先前承诺与资源拼凑、政府支持、探索式创新都显著正相关；资源拼凑与政府支持、探索式创新都显著正相关；政府支持与探索式创新显著正相关。由此可见，本研究提出的假设得到初步验证。
	表2  变量描述性统计与相关性分析结果

	变量
	1
	2
	3
	4
	5
	6
	7

	1.企业年限
	1.000
	
	
	
	
	
	

	2.企业规模
	0.486**
	1.000
	
	
	
	
	

	3.行业类型
	−0.040
	−0.195**
	1.000
	
	
	
	

	4.先前承诺
	0.051
	0.048
	−0.037
	0.782
	
	
	

	5.资源拼凑
	0.102*
	0.135**
	0.056
	0.552**
	0.747
	
	

	6.政府支持
	−0.001
	−0.034
	−0.041
	0.134**
	0.278**
	0.786
	

	7.探索式创新
	0.162**
	0.127**
	0.005
	0.526**
	0.565**
	0.497**
	0.774

	均值
	3.560
	2.850
	3.380
	5.765
	5.727
	5.096
	5.501

	标准差
	0.600
	0.880
	2.449
	0.965
	0.827
	1.230
	1.138


注：1）*表示P<0.05；**表示P<0.01；2）对角线加粗值为AVE值的平方根。
3.2  结果分析
本研究利用SPSS25.0软件进行分层回归分析以验证研究假设是否得到支持。在回归分析前进行多重共线诊断检验发现，各变量间的方差膨胀因子VIF 均小于2，说明本研究样本数据不存在多重共线性。主效应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可见，先前承诺对探索式创新具有正向影响作用，因此，H1得到支持，表明主效应得到满足，可以进行下一步分析。
	表3  主效应检验结果

	变量
	探索式创新

	
	加入3个控制变量
	加入3个控制变量和自变量

	企业年限
	0.129*
	0.109*

	
	（2.349）
	（2.336）

	企业规模
	0.069
	0.056

	
	（1.224）
	（1.180）

	行业类型
	0.024
	0.040

	
	（0.489）
	（0.956）

	先前承诺
	
	0.519***

	
	
	（12.692）

	R2
	0.030
	0.298

	F值
	4.302**
	44.720***

	△R2
	0.030
	0.269


注：1）N=426；2）*表示P<0.05，**表示P<0.01，***表示P<0.001；3）所列数据为标准β系数，括号内为t值。下同。

本研究借鉴温忠麟等[44]的研究检验中介效应，具体做法如下：首先，先前承诺对探索式创新的总效应在主效应检验中已经得到验证。其次，将间接效应分为两个阶段进行检验。如表4所示，加入3个控制变量后，先前承诺对资源拼凑具有正向影响作用。因此，H3得到支持，表明间接效应的第一阶段得到满足。而资源拼凑对探索式创新具有正向影响作用，因此，H2得到支持，表明间接效应的第二阶段得到满足。最后，加入自变量和中介变量来检验中介效应，结果显示，先前承诺对探索式创新具有正向影响作用，表明资源拼凑在先前承诺和探索式创新之间具有部分中介作用，因此H4得到支持。

	表4  中介效应检验结果

	变量
	资源拼凑
	探索式创新

	
	加入3个控制变量
	加入3个控制变量和自变量
	加入3个控制变量
	加入3个控制变量和中介变量
	加入3个控制变量、自变量和中介变量

	企业年限
	0.043 
	0.022 
	0.129*
	0.106*
	0.101*

	
	（0.772） 
	（0.472） 
	（2.349） 
	（2.305） 
	（2.325） 

	企业规模
	0.130*
	0.117*
	0.069 
	−0.004 
	0.012 

	
	（2.319） 
	（2.508） 
	（1.224） 
	（−0.079） 
	（0.260） 

	行业类型
	0.083 
	0.100*
	0.024 
	−0.022 
	0.002 

	
	（1.699） 
	（2.453） 
	（0.489） 
	（−0.547） 
	（0.042） 

	先前承诺
	
	0.549***
	
	
	0.310***

	
	
	（13.705） 
	
	
	（6.780） 

	资源拼凑
	
	
	
	0.555***
	0.381***

	
	
	
	
	（13.739） 
	（8.254） 

	R2
	0.027 
	0.327 
	0.030 
	0.330 
	0.396 

	F值
	3.837**
	51.110***
	4.302**
	51.852***
	55.105***

	△R2
	0.027 
	0.300 
	0.030 
	0.300 
	0.066 



在进入正式调节效应分析前，对交互项包含的变量进行中心化处理以减少变量间的多重共线性。如表5所示，政府支持在先前承诺与资源拼凑之间具有正向的调节作用，表明政府支持可以加强先前承诺与资源拼凑之间的正向关系，因此H5得到支持；同时，政府支持在先前承诺与探索式创新之间具有正向的调节作用，表明政府支持可以加强先前承诺与探索式创新之间的正向关系，因此H6得到支持。
	表5  调节效应检验结果

	变量
	资源拼凑
	探索式创新

	
	加入自变量和调节变量
	加入先前承诺与政府支持的交互项
	加入自变量和调节变量
	加入先前承诺与政府支持的交互项

	企业年限
	0.018
	0.004
	0.101*
	0.095*

	
	（0.395）
	（0.082）
	（2.522）
	（2.393）

	企业规模
	0.130**
	0.108*
	0.082*
	0.073

	
	（2.873）
	（2.480）
	（2.011）
	（1.801）

	行业类型
	0.110**
	0.098**
	0.061
	0.056

	
	（2.793）
	（2.586）
	（1.695）
	（1.567）

	先前承诺
	0.520***
	0.500***
	0.460***
	0.452***

	
	（13.307）
	（13.264）
	（13.029）
	（12.837）

	政府支持
	0.217***
	0.255***
	0.441***
	0.456***

	
	（5.552）
	（6.698）
	（12.482）
	（12.824）

	先前承诺×政府支持
	
	0.228***
	
	0.092**

	
	
	（5.969）
	
	（2.593）

	R2
	0.373
	0.422
	0.488
	0.496

	F值
	49.951***
	50.995***
	80.092***
	68.773***

	△R2
	0.346
	0.049
	0.458
	0.008




为了更直观地反映政府支持对先前承诺与资源拼凑、探索式创新的影响效果。本研究以政府支持的标准差为度量，绘制了不同政府支持程度下先前承诺对资源拼凑、探索式创新的影响。从图2、图3可以看出，当获得政府支持程度高的情况下，先前承诺对资源拼凑、探索式创新的作用效果比政府支持程度低的作用效果更强，即获得政府支持越多，先前承诺与资源拼凑、探索式创新之间的正向关系越明显。



图2 政府支持在先前承诺与资源拼凑间的调节效应

图3 政府支持在先前承诺与探索式创新间的调节效应
4  结论与讨论
4.1  研究结论
[bookmark: _Hlk149549488][bookmark: _Hlk146564056]本研究构建先前承诺、资源拼凑与探索式创新的研究框架，探讨先前承诺对探索式创新的作用机制，解释资源拼凑在先前承诺与探索式创新之间的中介作用，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剖析政府支持在先前承诺与资源拼凑、探索式创新之间发挥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1）先前承诺对探索式创新具有正向影响作用，这与崔连广等[16]的研究结论一致。这也说明新创企业获得利益相关者的先前承诺能够有效促进探索式创新的实施。在新创企业探索式创新过程中，环境不确定性导致新创企业难以预测未来市场变化趋势，从而需要构建合作网络来获取资源，分散创新风险，以便更好地把握稍纵即逝的创新机会。这呼应了胡海青等[36]研究发现大规模的创业网络能够满足新创企业资源需求，降低企业风险，促进其融资绩效的提高。（2）资源拼凑在先前承诺与探索式创新之间具有部分中介作用。这与徐国长等[26]指出资源拼凑在效果推理与制造企业服务创新之间发挥着中介作用的研究结论相同。也就是说，先前承诺既可以直接影响探索式创新，也可以通过资源拼凑间接影响探索式创新。先前承诺是新创企业应对环境不确定性和资源约束的重要决策逻辑，可以拓宽新创企业进行资源拼凑的思路，为新创企业资源拼凑提供资源支持，进而弥补探索式创新资源缺口，促进探索式创新的实现。（3）政府支持在先前承诺与资源拼凑、探索式创新之间具有正向调节作用，表明政府支持更有利于新创企业利用先前承诺进行资源拼凑，促进探索式创新的实现。政府支持对企业创新具有推动作用[45]，通过资金、政策等方式向新创企业提供支持，有助于新创企业获取创新资源，提高企业的创新能力。政府支持水平越高，越有利于新创企业完成资源拼凑进而实现探索式创新。
4.2  研究启示
（1）管理启示。对于新创企业而言，要打破传统因果推理决策逻辑的思维束缚，学会利用先前承诺决策逻辑来应对环境不确定性；同时，重视政府支持在探索式创新中发挥的关键作用，尽可能多地争取政府的支持来缓解资源短缺压力，增强自身开展探索式创新的信心。具体而言，新创企业要借助政府支持的力量，通过获得利益相关者的先前承诺，快速吸收整合探索式创新所需的资源，构建多元化资源库，降低探索式创新的风险。此外，资源拼凑是实现探索式创新的重要实现路径。新创企业要在先前承诺决策逻辑的指引下，以拼凑的方式整合现有资源，创造出符合探索式创新所需的新资源组合，促进探索式创新的实现，提高新创企业核心竞争优势。
（2）政策启示。对于政府机构而言，要重点关注新创企业的发展状况，及时完善支持新创企业创新活动的法律法规，为新创企业提供更多具有针对性的创新发展扶持政策；同时，政府也需要加强对新创企业的引导、规范和监督，如建立容错机制，宽容失败、允许试错，鼓励新创企业敢为人先、大胆尝试，增强新创企业敢于利用先前承诺进行探索式创新的勇气和底气，激发新创企业开展探索式创新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成立创新创业指导专家服务团队，对获得政府支持的新创企业提供资金使用、技术操作、信息分析等全方位指导，使其将获得的全部资源投入到探索式创新当中而非用作他途，确保探索式创新的顺利实施。
4.3  研究局限与展望
一是本研究主要采用静态截面数据进行实证分析，未来研究可以加强对新创企业的长期追踪调研，开展更加深入的调查，了解新创企业探索式创新的动态发展趋势以拓展本研究结论；二是本研究并未考虑到新创企业不同发展阶段对探索式创新产生的影响，未来研究可以细分新创企业的不同发展阶段，并开展进一步探讨以丰富现有的研究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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